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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定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

     卢  静

〔提   要〕国际定位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的重要前提。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国际定位在“变”与“不变”中发展。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

国家发展成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从国际体系边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从国际事务的被动参与者成为发挥一定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同时，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

维护者等国际定位始终保持不变。中国国际定位的变化性和稳定性影响

到中国外交，使其在观念、政策、方式、风格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的同

时，仍保持基本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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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场伟大变革，它不仅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也深刻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在“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坚持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外部环境，

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改革创新中不断开创新局面。随着中国日益

 *　本文受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项目批准号：

15JZD032）的资助。感谢《国际问题研究》编辑部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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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而深入地融入外部世界，中国外交在观念、政策、方式和风格等方面发

生了重大变化，与此同时，总体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得到继续保持。究其

原因，中国的国际定位是一个重要因素。国际定位一直是中国外交战略制定

的重要前提，“对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发生错误判断的人，起码不会有

一个正确的国际战略”。[1] 因此，从国际定位的视角考察改革开放以来的中

国外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中国外交的变革与延续。

一、国际定位的内涵

在国际关系中，国际定位一般是指对一国在特定时期所处国际位置的基

本认知和评价。它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具体

来说，国际定位在内涵上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第一，国际定位呈三维一体格局。一国的国际定位主要是指该国在国际

权力体系、国际制度体系和国际文化体系的三维格局中所处的位置。一国在

国际权力体系中的位置，是以该国的领土面积、人口规模、资源禀赋等为基础，

以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综合实力为核心。一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位置，具体

体现为该国是处于国际制度体系中心地位的主导者，还是争取向中心靠近的

积极参与者，或者处于边缘地位的被动参与者。一国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的位

置，是该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观念和身份认同，显示出该国的精神追求和价值

取向等。

国际定位的三维格局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统一

体。一国在国际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决定了该国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位置，因

为物质性实力往往是制度性权力的基础和先决条件，缺乏坚实的物质性实力

也不会真正获得或巩固在国际制度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而一国的国际制度性

权力反过来服务于物质性实力，强化其地缘政治地位。一国在国际制度体系

中的地位也会影响其身份认同和在国际文化体系中的位置。因为国际制度是

[1]　《邓小平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3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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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以原则、规则、规范和行为方式为核心要素的构成体，体现为一定的价

值理念和价值追求。而由国际制度塑造并影响的国家身份和文化认同，同样

也反作用于国际制度本身。所以，一国在国际权力体系、国际制度体系和国

际文化体系中的定位呈三维一体格局。

第二，国际定位是主观认知与客观事实的统一。国际定位直接来自于主

观认知，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和主要政治力量对本国所处国际位置的认知。因

此，领导人和决策者的个人气质和背景经历对国家的国际定位有着重要影响。

但是，任何主观认知一定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决定国家定位认知的

客观事实主要包括上述三维格局中实力、制度和文化的客观存在。国家的物

质性实力，基本都是可操作化和定量化的客观实在。国家在国际制度体系中

的地位，也可以通过其所占份额以及投票权和发言权而得出客观判断。国家

的文化属性虽然属于主观理念范畴，但也具备客观事实，主要体现为已经成

为共识的、无需争辩或加以论证的事实，比如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东方文

明古国等属性。因此，科学的国际定位是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上的认知和评价，

这也决定了国际定位是客观事实与主观认知的统一。

评估一国的国际定位，既要认识决定国际定位的客观事实基础，也要掌

握该定位主要来自于谁的判断和认知，并要分析此人（或一个集体）的基本

世界观、主导价值理念、身份背景、观察视角、思维逻辑、性格特征等，尤

其是他（或他们）的国家利益观。国家利益是国际定位的核心要素，本身就

是客观存在与主观认知的统一。任何国家都有其作为“国家”所具有的根本的、

客观的国家利益，并且所有国家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和追求都必须以客观国家

利益为基础和前提。[1] 客观上，每个国家的具体国家利益都随着环境的变化

而变化；主观上，每个国家也都根据国际环境、自身实力、科技水平和认识

水平来判断国家利益。[2] 国家利益的主客观统一性也反映到国际定位的认知

和评价中。

[1]　邢悦：“国家利益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 5期，第

28-33 页。

[2]　阎学通：《国际政治与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28-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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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际定位是共时性和历时性的统一。国际定位既是一个共时性概

念，具有静态、横向性特征，也是一个历时性概念，具有动态、纵向性特点。

它既显示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中在既定国际体系结构中的地位，也表明该国

在国际体系发展演变进程中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互动演进中呈现的位置。共时

性和历时性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特定历史时期是从一个

动态的时间过程中抽离出来的，而发展的时间进程也是通过特定时间点得以

展现。

所以，分析一国的国际定位，既要进行历史维度的动态分析，也要进行

空间维度的静态分析。国际定位的历史维度分析，展现出一国在历史发展长

河中所处的阶段，可以显示其发展方向是进步的、停滞的还是倒退的，其身

份认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而国际定位的空间维度分析，则展现了该国在国

际体系结构中的位置，表明其影响力的辐射范围。

第四，国际定位体现了一种内外认知的交互间性。一国的国际定位是在

自我认知和他者认知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是内外认知的互动统一。如上所述，

国际定位是基于客观事实基础上的一种主观认知，认知主体的心态、心境和

视野，以及观察视角和思维逻辑等都对国际定位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不同

认知主体对同一国家在相同时期的国际定位也有不同的认知结果。尽管如此，

对于明智的决策者来说，需要“敏感地意识到认知差异并尽力缩小这样的认

知差异，以便改善决策环境，使决策意图得以更大程度上的实现”。[1] 所以，

一国的国际定位往往需要在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的不断调试修复中完成。

事实上，一国国际定位的外部认知是该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和国际社

会对其关注度的一种反映。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外部认知在塑造国家形象进

而影响国家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几乎所有国家尤其是大国都非常重视

他者眼中的自己。由此，即使外部认知与自我定位存在巨大差距，且并不符

合甚至违背自身需要，也不可忽视，而应认真分析其原因，找到解决办法，

[1]　秦亚青：“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10 年第 4期，

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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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国际定位的内外差距，更好地与外界打交道。

总之，国际定位是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作用下形成的，且在不断发展变

化之中，复杂性、多元性和变化性是其突出特点。任何一个国家在特定历史

时期都具有多元化的国际定位。要在复杂、多元的国际定位中做出正确选择，

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也是多元复杂、动态变化的，但国家在不同

时期有着不同的国家利益排序，基本的国际定位应从其根本的、核心的国家

利益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国际定位，是国家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前提，

也可以说，国际定位是国家对外战略的重要构成。

二、中国国际定位的演变及其对外交的影响

中国的国际定位主要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国家领导人立足本国国家利益，

从基本国情出发，顺应国际大势和时代潮流，综合考虑中国的历史、传统、

文化以及国际社会认知反应等因素，对中国所处国际位置的基本认知和评价。

它不仅“在动态的、比较的意义上明确中国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明确中国与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关系”，而且也“标示自身在社会制

度和价值取向上的特质”。[1] 根据国际形势、国情和领导人三个影响中国国

际定位的关键因素，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国际定位演变划分为三个历史

阶段。

（一）改革开放初期（1978—1989 年）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并在判断国际形势和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基础上，作

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随着改革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的国际定位从高度意识形态主导下的、

封闭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1]　蔡拓：“当代中国国际定位的若干思考”，《中国社会科学》2010 年第 5期，

第 1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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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是当时中国最首要的国家利益。他明确指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 “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2] 

但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

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生平”。[3] 因此，“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

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4]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

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5] 1982 年中共十二大确立了经济建设在

国家利益中的中心地位。要发展经济就要对外开放。“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

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

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6] 与此同时，国家主权、国家安

全也始终是中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邓小平坚持“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

要始终放在第一位”，[7] 并反复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

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8]

改革开放使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从推进世界革命转变为在维护和巩固国

家主权和安全的同时，促进和平、发展合作，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和

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摒弃了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教条，奉行独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友好关系。

对此，邓小平指出，“要建设，没有和平环境不行”，[9] “我们把争取和平

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

[1]　《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11 页。

[2]　 同上，第 328 页。

[3]　 同上，第 10 页。

[4]　《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194 页。

[5]　 同上，第 276 页。

[6]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17 页。

[7]　 同上，第 348 页。

[8]　 同上，第 3页。

[9]　 同上，第 2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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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1] 1987 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明确指出，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

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

好合作关系。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争取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

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在国际上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改革开放使中国开始谨慎地参与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作为一

个缺乏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经验且贫穷落后的国家，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体系

初期实际上处于无权的边缘地位，中国以谨慎好学的态度努力学习和适应外

部环境，寻求与外部世界的合作。与此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口、领土和资源

等优势以及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使中国自然地成为地缘政治大国，特别是

1971 年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更强化了

中国的地缘政治大国地位。所以，当时的中国尽管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弱

小无权地位，在参与国际政治体系和文化体系中经验不足，但在国际政治格

局中的地位却是几乎所有世界大国都不能漠视的事实，这也是中国与其他世

界大国打交道的基础。

（二）改革开放深化期（1989—2012 年）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均发生了剧烈变

化。国际上，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遇空前危机，美国

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开始极力构建单极霸权下的世界秩序，敌视并遏制仍

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在国内，1989 年的政治风波在国内外造成了十分恶劣

的影响，西方世界联合起来对中国实施制裁，而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

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均发生深刻调整，各种矛盾凸显。在复杂且艰难的关键

时刻，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

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等对外关系指导方针。通过对国际战略形势的冷静观

察，中国政府认为，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世界两

大主题，社会主义在世界始终站得住，中国社会主义的红旗也不会倒。因此，

中国继续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指导思想，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16 页。



23

国际定位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依然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中国对外工作总的战略部署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国际和平环境。由此可见，尽管冷战结束带来了国际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

但中国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利益的基本认知和判断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仍

然是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大国，中国外交仍继续服从和服务于国

家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继

续发展同各国的友好互利合作关系。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认为，经济优先已

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

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国计民生、关系国家长治久安，也

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

关键的因素。[1]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也一直强调，要牢牢扭住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不断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积极实行

全方位的和平发展外交战略方针，并把加强与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

作提到了重要位置。江泽民指出：“我们要善于处理好同各大国的关系，尽

可能地趋利避害，寻求扩大同各方的利益汇合点，加强同这些国家的政治对话、

经济合作和科技交流。” [2] 同时，“我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根本利益一致，

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维护民族独立、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第

三世界国家是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要依靠力量。与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

务中相互同情和支持，是我国巨大的政治优势。” 所以“加强同第三世界国

家的团结与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对于周边邻国，“要从

大局出发，坚持原则，加强交流，求同存异，增加信任，发展合作，努力寻

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3] 

中国政府还认识到，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是不以

[1]　《江泽民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14 页。

[2]　《江泽民文选》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97 页。

[3]　 同上，第 372-3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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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勇于和善于参与

经济全球化竞争，充分利用好国外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而广大发展中

国家市场十分广阔，发展潜力很大。此种认识使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步伐，

开始大力开拓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以及东欧和独联体国家市场，

“走出去”成为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做出的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与此同时，中国积极参与现行国际经济制

度体系，特别是2001年年底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能够在更大范围、

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国力持续增强、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显著提升，

中国不再是处于国际体系边缘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向国际体系的积极建设者

转变，开始对国际社会共同关心的问题发出中国声音、提出中国主张。江泽

民提出了“世界多样性”观点，主张维护世界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

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他还积极倡导中国的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

观。胡锦涛在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基础上提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

繁荣的和谐世界，表达了中国渴望和平发展，愿做负责任大国的心声。“中

国将始终不渝地把自身的发展与人类共同进步联系在一起，既充分利用世界

和平发展带来的机遇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中国将一如既往地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参与

国际事务，履行国际义务，同各国一道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

秩序。”[1]

（三）改革开放新时代（2012 年至今）

2012 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方面，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

[1]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联合国成立 60 周年首脑

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 年 9 月 16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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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为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利的

外部条件；另一方面，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遭受重

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中国在 2010 年第二季度

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同

时面临着严峻的结构性压力和挑战，不少国家将中国视为“准超级大国”或

“世界第二大强国”，有的高呼“中国威胁论”，有的呼吁“中国责任论”，

有的希望中国成为发展中世界的领袖，有的担心中国或将挑战现有国际秩序。

中国的国际定位面临着的巨大的内外认知差异。

要更好地维护国家利益，中国需要认真对待并尽力缩小国内外认知差异，

在客观评估世情和国情基础上调试自身的国际定位。关于国际环境，以习近

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认为，“尽管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深刻复杂变化，但我国

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没有改变”。[1] 对于基本国情，习近平多次

强调指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最大的基本国情”，中国“是世

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但同时他也指出，“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

鉴于此，中国政府继续坚持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中国外交仍然服从和服

务于国内发展大局。作为一个崛起大国和对国际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力

的国家，中国从世界发展的大势和自身历史传统和社会主义属性的要求出发，

提出了做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的新的国际定位。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定位，意

味着中国政府在为本国人民负责的同时，也要向国际社会负责；在追求自身

发展的同时，也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发展，要有效地协调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

国内责任和国际责任，以此尽力缩小和弥合中外对中国国际地位认知的差异。

随着全球性相互依存空前加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

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

[1]　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

2016年第 1期，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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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独善其身、一枝独秀，这就要求各国同舟共济、和衷共济”。[1] 在此

形势下，习近平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愿景，其内涵包括要建立

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

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

交流；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

现出中国积极参与解决世界难题的大国担当意识，也表达出中国追求和平发

展、合作共赢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提供了解决思路。

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大力倡导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理念，

努力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政治安全

上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在经济上积极共建“一带一路”，谋求在互联互通中

合作共赢。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

为解决全球问题积极贡献中国力量。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的发展得益于

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3] “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欢

迎各国人民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4] 让中国发展成果更多

惠及世界。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定位及其对外交影响的分析可以看出，中

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具有多种国际定位，有的国际定位随着时间的发展发生了

重大变化，比如中国从贫穷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成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从

国际体系边缘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从国际事务的被动参与者成长为发挥

一定引领作用的负责任大国；有的国际定位则保持着基本稳定性，比如中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等

[1]　“习近平同外国专家代表座谈时强调：中国是合作共赢倡导者践行者”，《人民日报》

2012 年 12 月 6 日，第 1版。

[2]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

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29 日，第 2版。

[3]　“习近平出席 2016 年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

2016年 9月 4日，第 1版。

[4]　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上的主旨

演讲”，《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18 日，第 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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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始终保持不变。中国国际定位的“变”与“不变”深刻影响着中国外交，

使中国外交在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也保持基本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

三、从国际定位看中国外交的延续与变革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国际定位在“变”与“不变”中发展，中国

外交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与时俱进，在继承和延续中不

断变革创新。今天，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外交的风格、气派和特色日

益鲜明，但其宗旨、目标、核心价值理念等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也使得

中国外交保持了总体战略的稳定性和延续性。中国国际定位的演变及其对外

交的影响，概括起来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属性没有变，中国外交服从和服

务于国内发展的基本目标定位也没有变，但随着对发展内涵认识的变化，中

国外交的目标内涵和政策手段等发生了显著变化。

40 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使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

发展速度和规模优势极大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和经济治理格局中的地

位，这也使得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定位产生了质疑。中共十九大明

确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

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中国的发展仍面临不少困

难和挑战，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仍然是突出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也有待加强。[1] 因此，尽管中国国力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极大提升，但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并没有变，这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基本目标仍

然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发展大局。

与此同时，中国对发展内涵的认识不断丰富发展。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

到 80 年代，物质资源的极大匮乏和物质生活水平的低下，使中国追求的发展

[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 年 10 月 28 日，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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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高物质生活水平和发展经济生产力为核心。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的

发展观提升到追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进入 21 世纪，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得到更广泛认同，“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

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

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

及全体人民”。[1] 习近平在坚持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同

时，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突出强调发展

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

理念。[2] 对发展内涵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丰富，使中国外交在服从和服务国内

发展大局的前提下，方式和手段发生变化，目标内涵不断丰富，从经济外交

到环境外交、公共外交、领事外交等，中国外交在继续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基础上，增加了外交为民、建设和谐世界和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内容。

第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定位没有变，但发展阶段的不

同使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产生了不同答案，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

交思想不断创新和发展。

社会主义是新中国自成立以来始终未变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始终致力于对内追求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对外主持公道、

伸张正义、践行平等。即使在改革开放之初，对于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贫

困落后的中国仍坚持从本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出发，根

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独立自主作出决定，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

极主张建立公正、平等、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和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

础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发展阶段的不同也使得中国对社会主义的时代课题产生了不同答案，对

社会主义首要任务的不同认知也反映在中国外交实践中。邓小平明确指出，“社

[1]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 850页。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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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

终达到共同富裕”，[1] 社会主义虽然有很多任务，但根本的首要的任务是解

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只有改变落后状况，才能对人类作出比较多的贡献。

为此要实行改革开放战略，这就要求“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

任务”。[2]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遭遇危机，

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际社会中各种价值理念竞争异常激烈，在此背景下，

中国在世界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力求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

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并以此视为中国的历史责任和时代担当。由此，中国外

交特别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引领作用，并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

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3] 由此可见，不断为人

类作出更大贡献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

第三，中国作为国际体系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维护者的国际定位没有变，

但随着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中国的国际角色和作用发生了重大变化。

改革开放战略实施后，中国逐渐深入参与到国际分工和竞争中，也参与

到西方主导的以国际制度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中。最初，能力不足、地位低下

和戒备心理使中国持谨慎参与、认真学习态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

认识到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以开放的、市场导

向为政策基础的西方主导的原则和发展目标是一致的，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发

展的历史大趋势已使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于是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

际经济体系。2001 年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实现了从国际贸易“体制

外”向“体制内”身份的转变，这也使中国更加坚定地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与此同时，中国也全方位、多领域地参与到国际政治安全体系和社会文化体

系中，成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

[1]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 页。

[2]　同上，第 116 页。

[3]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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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国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与外部世界关系已经达到高度利益

交融和安危与共。中国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发展得益于现有国际体系，得

益于国际社会，中国愿意以自己的发展为国际发展作出贡献。中国积极倡导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力求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在逆全球化风

潮涌动，保护主义、民粹主义高涨的今天，中国顺应历史大势，积极推动建

设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背景下，

中国大力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全球

治理面临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等危机面前，中国倡导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为有效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总之，

中国外交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努力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建设一

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四、结语

在近 70 年的外交实践中，中国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找准自

身的国际定位已经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法宝，国际定位也成为中国外交战略

制定的一个重要前提。通过上述分析和考察，我们认识到国际定位是一个复

杂多元、动态发展的概念，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际定位的“变”与“不

变”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此外，我们还应认识到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外交运行在一个复杂的动力系统中。学术界对于中国外交发

展的动力源持不同看法，有的坚持国内政治驱动说，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续；

有的坚持外部环境决定论，认为中国外交根本上是对外部环境反应的结果；

有的主张个人推动说，认为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力是中国外交发展的根

本动力；还有力求在国家与国际体系的实践互动和动态演进中解释中国外交

的动力问题。不同的解释说明了中国外交发展动力的复杂性、多元性和变化性，

而国际定位概念的复杂、多元和动态性特征，反映中国外交处于一个复杂的

动力系统中。

第二，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发生变化。国际定位主要取决于国家利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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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核心的、优先的国家利益的一种反映。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国际定位的演变，反映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国家利益的发展变化。改革

开放之初，追求以物质生产力为核心的发展利益是当时中国的首要国家利益。

随着物质性财富增长，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利益成为主要的国家利益追

求。与此同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使中国在追求自身发展

利益的同时有了更高的价值追求，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成为中国国

家利益的一个重要延伸。与此同时，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一

直未变，发展利益始终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做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也一直

是中国的国际定位。

第三，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内涵不断丰富和发展。新中国自诞生以来一

直奉行和平外交理念。改革开放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理念，积极谋和平、

促发展，实行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但在当时的国情和世情下，中国主要强

调保障自身安全与发展利益的应对型和平理念，追求不冲突、不对抗、非战、

稳定等消极和平目标。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全球相互依存日益加强，中国国

力持续增长，中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和平发展外交理念，提出了和谐世界

理念，中国坚持的和平发展不再仅着眼于自身利益，而是以实现世界持久和

平和共同繁荣为己任，体现出勇担国际责任的积极和平观念。随着国际社会

日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取代

了和谐世界理念，表达出中国追求全人类真正和平、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的

积极作为的新全球观。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在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始终是

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完稿日期：2018-8-28】

 【责任编辑：李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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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 Diplomatic Theory Building in the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Yang Jiemian 

During the four decade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endeavor in diplomatic 
theory building has completed in forming diplomatic thoughts of leaders like Deng 
Xiaoping, Jiang Zemin and Hu Jingtao, and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a crystallization of these thoughts.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is an integrated 
scientific theoretic system with rich content and profound understanding; it clarifies the 
historical mission, general objective and a series of guidelines and principles of China’s 
external work in the new era, and unveils the intrinsic requirements, innate rules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major-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diplomacy, China’s diplomacy needs 
to raise awareness of practice and theory, understand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in a scientific and objective way, grasp rul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ake best use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meet both foreseeable and unforeseeable challenges in an effective 
way, and break a new ground for China’s diplomacy through continued efforts in Reform 
and Opening-up. Meanwhile, China’s academia needs to raise political awareness, carry 
out in-depth academic research, make greater academic contributions and provide more 
internation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and China’s Diploma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Lu Jing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has evolved with 
changes and invariance. China has developed from a poor and backward developing 
country to an emerging great power, from the peripher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stage, from the passive participant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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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onsible power. Meanwhile,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of China as a developing 
country, a socialist country, a country which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upholds international order has remained unchanged. The China’s international positioning 
has affected China’s diplomacy. China’s diplomatic ideas, policies and styles have 
significantly changed, but China’s diplomacy strategy maintains stability and continuity.

Judgement and Maintenance of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Wang Fan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world wars are unlikely to break out in the near term. 
Although major-power relations have entered a period of tension and the factors of 
uncertainty are increasing,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s gaining greater resistance 
capacity against risks. As an important and irreplaceable force for peace in the world, 
China’s growing capabilities would not only guarantee its strategic independence, but 
also expand its strategic space continuously. However, amid a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China’s foreign policy is confronting greater uncertaintie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for reshaping its own status and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Whether China is able to 
maintain and prolong the period of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depends on China’s strategic 
maneuverability and strategic choices.

The U.S. Energy Policy: Basis and Cost of Policy Preference 
Yuan Jian

The energy policy of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is showing a clear propensity of shifting 
preference toward traditional fossil fuels, especially the oil and gas industry, and this 
policy shift occur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US reemerging as a major oil producing 
country which is believed to have a solid foundation of high productivity and is able to 
ensure energy security to the U.S. fo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Relevant controversies 
revolve around the basis and cost of this policy preference, while outstanding questions 
involve factors of demand and supply which are likely to affect the prospect of high oil 
productivity, as well as adverse impact of this policy imbalance on U.S. competitiveness 
in new energy, especially the new transportation technology market.


